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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鹅湖之会发生以来，鹅湖山中的四赞祠、鹅湖书院以及鹅湖寺这三个即相互

区别又相互登合的空间成为优学士人对鹅湖之会这一历史事件以及吕祖谦、朱熹、陆九渊与陆

九龄这“四贤”特别走朱陆等历史人物等表达崇敬、景仰和怀念行为的场所，经由情感的调动

与思考的引发、此一空间承担起了咦起并塑造鹅湖之会记忆的功能，创造了“四贤”或“鹅湖

之会”的永恒价值。但由于空间与记忆的主体性特．氛，因此，此一空间场所对于 I 身其中其

他主体而言则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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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淳熙二年（1175)六月，发生于信州铅山县鹅湖山鹅湖寺的“鹅湖之会”是南宋儒学

的一件大事，更在中国哲学史留下了浓重的一笔。但由于有关会晤情形的记录，只在陆九渊的

《语录》与《年谱》中有较为详细的记载，所以历来学人虽曾努力考证，试图还原会晤的具体

细节，但最终都难免如元人方回一样，有“鹅湖辨难语，世不传”的感叹。即便如此，不同时

空中的人们仍然根据自己的身份和所处场景，主观的、选择性的塑造着自己对于“鹅湖之会” 

的记忆。在此种记忆的建构过程中，鹅湖山中的四  

贤祠、鹅湖书院以及鹅湖寺这三个即相互区别又相互叠合的空间场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

用。尤其是儒学士人（包括各级官员与地方士子）通过空间营建活动并撰写记文，对“鹅湖之

会”进行着一种持续不断并富有策略性的地方性叙述。为此，笔者将以这些记文为基本史料，

从空间与记忆的理论视角，透视这些相互益合的多重空间中所闪现的纷繁复杂的 “鹅湖之会

”记忆图景，并进而辨明社会结构或权力关系变迁如何左右着人们对于鹅湖之会的遗忘与选择

性追忆，以及此种追忆所反映的道德价值诉求。 

 

一 四贤祠与四贤记忆 

南宋理宗之后，随着理学思想日益得到朝廷的肯认，理学家的声誉也日益高涨，为了表达

对他们的票敬之情，这些理学家的门人后学纷纷在那些著名理学家过化之地创设祠堂。在此背

景下，朱熹、吕祖康以及陆九渊及陆九龄也都分别在各自学术体系内的书院中受到祭祀。正如

有学者所指出的，这种书院祭祀对象的差异乃是对地方性学统的昭示。但是，由于鹅湖山是吕

祖谦、朱熹与陆九龄、陆九渊兄弟讲道之所，所以他们四人乃被尊为“四先生”或一四贤”而

享祭“四贤祠”。 

早在南宋嘉定元年（1208)，朱熹弟子徐子融就晋在鹅湖寺旁首设“四贤肖像”，以纪念

朱、吕与二七：此后，朱子门人陈文蔚也于绍定元年（1228)葺毽于鹅湖寺旁，以示追慕。淳

佑十年（1250)，朱熹再传门人江西提刑蔡抗则在寻访“鹅湖之会”旧址后上奏朝廷，请为“

四贤祠”赐名，朝廷赐名“文宗书获．基．在此期间，象山后学袁甫亦曾造访鹅湖之会三址，

并撰有《四贤堂赞》一文。对比这些行为可以贫理，徐子融与陈文蔚及袁甫等人的行为带有强

烈右个人色彩，属于个人性的纪念行为，表达的是他们自身对于鹅湖之会的体会，而蔡抗则以

政府官员的身份通过请求朝廷赐名的方式，让四贤祠获得了国家的认可与支持。蔡抗此举基本

奠定了四贤祠在鹅．书院中的独特地位，在元明以降的书院营建过程中．四贤祠都占有其突出

的地位。 

在元朝，书院在讲学的同时，对于四贤的祭祀也特别重视，如元至大年间，铅山州知州杨

汝砺建四贤祠于鹅湖寺并首次置备祭器，以祭祀四贤。至正年夏．书院山长吴旭就是在“课士

重文”的同时致力于“修俎豆，崇祀典”，与此同时，时任铅山州知州的林兴祖还耗资“一千



五百贯有奇”置备了整套祭器以祭祀祠四贤。明代鹅湖书院虽有兴废，但四贤祠一直是书院空

间重要的组成部分。明景泰四年 (1453)，郡守姚堂道重修鹅湖书院时，就“创以祠堂，后为

寝室，两傍翼以廊庞，中肖四先生像”。而正德年间铅山费宏游历鹅湖山时，也是“躬渴祠堂

，以泄景仰之私”。而且，在万历七年，鹅湖书院虽面临废毁，但四贤祠得以保留。。不过祠

堂与书院往往一体相连，所谓“今书院废，而并及其祀”，在此情形下，祠堂祭祀乃成为人们

更为关心的问题，如明万历八年（1580)陆就是“爱出其禄并赎金壹拾陆两。易置田壹拾陆亩

，岁贮其租，且清著为令以时姐豆之，而辑其祠宇”。但时隔十年之后，翰林院编修刘日宁于

万历十八年（1590)来到鹅湖山下拜渴四先生祠时，却只目睹到“祠宇倾纪”，在他的关心下

，铅山知县唐应诏随后就“相与捐棒创修”，恢复了四贤祠的祭祀功能。0 但是到了万历四十

四年（1616), 四贤祠又一次成为荒祠。。可见，四贤祠由于“山僻而祠陋”，所以“粟盛不

供，士罕迹焉”，其存在某种程度上仅是“存古迹而已”。。即便如此，出于对四贤的崇敬，

四贤祠在当地士人中间仍是一片圣土。如天启年间禁毁书院时，虽然鹅湖书院“亦在毁中”，

但 “吾铅诸多士愤然群起而争之”，并最终迫使“邑父母屈于多士之议”，保住了四贤祠，

“祠得不毁，四先生之像巍然”。。在清代，“四贤”祭祀一直得以延续，四贤祠仍是儒学士

人表达四贤记忆的重要场所。 

要而言之，作为祭祀空间，四贤祠的修建及祭祀仪式的举行无疑强化了儒学士人对鹅湖之

会的记忆。但是，鉴于鹅湖之会是朱陆之争的滥筋，所以祠堂营建者及记文撰述者就需要对朱

陆并祀问题给出合理的解释。 

前述徐子融与陈文蔚以及蔡抗为“四贤”设祠祭祀的行为显然已包含了消洱朱陆之争的

象征性意味。袁甫在《四贤堂赞》中极力称颂“四先生”之德，他指出，世人对鹅湖“诸老先

生”“未能悉同”的论议妄加揣摩，是“其失远矣”。在他看来，四贤之议论的出发点乃是“

惟求一是”,“谁得而议其异哉”。从朱陆异同论的历史发展来看，袁甫此论虽然正当朱陆之

争盛嚣尘上之时，但他却通过赞文的形式，指明了一条“窥诸老先生之门墙”的路径，这条路

径的出发点就是四贤祠这一祭祀空间。事实证明，身处鹅湖空间场域的儒学士人正是在经由此

一路径而渐次走上了朱陆和会的道路，并最终成为一种地方性“学统”而在明清时期得到延续

和发扬。 

如明代汪伟就认为，朱陆间虽然“有终不能同” 且“不肯苟同”，但这并非因为他们“

好为纷纭”，而是因为他们“以求公是而已”，为此后学晚辈对朱陆异同之论不必“轻议”。

在此基础上，汪伟对朱陆并祀的现实给予了解释，在他看来，“其合而祀之，久而不能废者”

的原因，乃是出于“人心之公也”。刘日宁的观点也基本类似，他在拜渴四贤祠时就曾感叹，

朱陆异同乃是“后人之壁垒也”，他认为朱熹“未尝离德性也”，陆九渊“未尝废学问也”。

所以刘日宁指出，从历史地位来看，“此两人者，功至匹也”，因为他们都是在发扬“孟子道

一之旨”而无区别。柯挺同样认为“两贤岂相异哉”，他还特别指出，正是因为朱陆 “辟道

之不相为异，而相为同”，所以四贤祠朱陆才能 “合一之祀”而“独无有议宗者”。对于朱

陆并祀的合理性，清代广信知府事周掉光说得更直接，在他看来，由于“朱子之与陆、吕三贤

，皆以圣贤之学自任，有志于道统之事，于尧斯民者也”，而此地乃是“朱、吕、二陆四贤讲

道之所”，所以他们“允宜合祀一堂”。 

实际上，对于朱陆并祀的合理性并非没有质疑，但正是在对质疑声音的回应中，有学者对

朱陆并祀的正当理据进行了申述。如李光地（1642- 1718)就曾针对“朱陆之异同，五百年来

以为口实，今同堂而祀，于古者配享之义何居”的言论予以反驳，他明确指出：“余日不然，

二子之相祟重者至矣”。在论证过程中，李光地列举了儒学发展史上曾经出现的异同情形，为

其说张本，他说：“昔游、夏同师夫子，而本末之论，互为昔敖。二程张邵，相与团磋者数十

年，然其说流弊，程子犹有微词。今语高第弟子，则文学之科同配圣师。朱子叙道统渊源，并

以周程张邵释奠精舍，未尝以其小不同者为病”，在此基础上，李光地指出，“然则朱陆之共

姐豆于一堂也，而又何猜乎”。考虑到李光地尊朱的学术立场，他的叙述就更能凸显鹅湖书院

的地方性“学统”。特别值得提出的是，郑之侨（1707-1784）在其编辑的《鹅湖讲学会编》

中可以说是对此种地方性学统进行了最为系统的表述。郑之侨认为学人不应“执学问之异同，

以争『1 户之胜负”，而是要从异同之中，推究四贤“功力之精详”与“用心之邃密”只有这

样才能达到“南海北海可以共质，异同之见化，而讲学之道得矣”的境界。可见，郑之侨希望

鹅湖书院的读书士子从异同之论争中解脱出来，正确认识鹅湖之会深远的意义，并早趋达道之

境。 

可见，四贤祠的营造乃是源于儒学士人的四贤记忆及因此而产生的弘道意识，他们祈望能

“于其堂仰四先生之道谊，抱四先生之容止”，并通过“竹帛椒浆，礼让后先”的祭祀活动，

“将公之姐豆千祀”，从而 “登滚洛之庭，人圣贤之域”。可见，在四贤记忆的背景下，不



论是朱熹还是陆九渊亦或是吕祖谦，陆九龄，都是“以圣贤之学自任，有志于道统之重”的士

林楷模。⑨所以，在四贤祠这一祭祀空间中，长久聚讼不已的朱陆之争与朱陆异同问题被消融

而成为一个特出的地方性学统，成为了儒学士人追求“圣贤之道”的一个典型榜样。 

 

二 鹅湖书院与四贤记忆 

从上文的叙述可以发现，四贤祠虽然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祭祀空间，但它同时更是鹅湖书院

建筑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鹅湖书院将四贤祠所蕴含的纪念意义从空间范围来看进一步的弥散

开来而成为了一种纪念空间。一般说来，所谓纪念空间就是指一个通过触动情感，引起思考而

发挥记忆之社会功能的场所，它的本质是通过物质性空间的营建，达到传承历史与延续精神的

目的。因此，有论者指出：“纪念空间的内容是历史，其指向则是唤起记忆”。从鹅湖书院的

兴衰历史来看，不论是鹅湖书院实体建筑的营建抑或是书院颓朽后的遗迹，都与儒学士人的四

贤记忆密切关联。以下先讨论鹅湖书院的营建与四贤记忆的关系。 

詹载采撰写于元皇庆二年（1313)的《会元堂记》是现存所见第一篇比较详细记述鹅湖书

院营建过程的记文，该文第一句开明宗义，直陈“四先生讲道”对于鹅湖山、鹅湖书院的空间

构造意义。在叙述知州宾汝舟记当时山长黄谦、直学吴师道建成会元堂的基本过程之后，詹载

采又进一步指明了会元堂的纪二功能，所谓“要不过以纪后人之遐思耳”，点明了鹅翻书院纪

念空间本质属性。对于此种属性，景泰目年（1453)，大理寺少卿李奎所作《重建鹅湖书院记

》所记江西巡抚韩勇之言也很好的说明了这一点，当邵守姚堂道兴复书院之后，仍以“鹅湖书

院”揭其直．意欲达到“示不忘旧”这一目的。明正德六年汪伟更进一步揭示了鹅湖书院的纪

念价值及其对于四贤记忆的唤起作用，所谓“落成舍奠，如亲．国君子周旋一堂而聆其声咳”

。正因为鹅湖书院的纪念功能，所以铅山报本坊人胡梦泰于祟祯十七年（1644)所作《鹅湖书

院记》就说：“入四先生之祠。．四先生之像，讨四先生之说，思四先生之功，恍招见德性焉

”。正因为鹅湖书院的这一纪念性本质，断以．胡梦泰叹道：“修之与毁，所系岂渺”。 

人清以后，蔡士英曾于顺治年间在征戎之余兴夏鹅湖书院。而在康熙年间，伶国勋、施德

涵等地方官员也率领当地士绅对鹅湖书院进行了恢复、修建。 

材此．李光地认为：“余惟为政者，前访邦之名祀胜进．继而修之，古之君子皆然，况夫

群哲论道之区，学术派流，移风百代，而可以蜡诸荒棒乎？”可见，在李色地看来，寻访修复

名祀胜迹，发挥其应有的纪念功奎是为政者的分内之事。同时，李光地还指出：“且夫书院之

建，实与国家学校相为表里。李渤高士尔，讲院之废，朱子犹倦倦焉。今使先贤遗址焕然崇修

，江右故理学地，必有游于斯而奋乎兴起以绍前绪者。昌明者之功，于是为大，故不可以无书

”。 

当然，在此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种纪念空间虽然可以离开第一事发地而营建，因为记忆

也可以某种程度上可以弥合这种空间上的疏离。但人们显然更加原意第一事发现场或者更为接

近的地方营建纪念空间。由于鹅湖之会是在鹅湖寺举行的，所以，人们虽然不能在第一事发地

鹅湖寺举行纪念活动，但也是尽可能接近的地方营建书院。如最初是在鹅湖寺旁，后来元朝初

年也曾从鹅湖山麓迁至县城永平镇之西北隅，而明朝弘治时期，鹅湖书院又“移于山之绝顶”

，正如柯挺所说，是“迁徙无定”。而且万历年间费尧年还曾遂“捐邑西广宅目曰景行书院，

迁四先生于其宅而祀之”，不过此举虽可以说是“迁不便而之便”，但终究没有维持多久。人

们更多时候还是“寻山阴故址”，以为鹅湖书院，这种状况一直持续至今。 

要而言之，鹅湖书院显然成为了儒学士人维持四贤之道“其将不坠”的空间物化，是儒学

士人群体或者个体表达四贤记忆的情感空间。它进一步强化了儒学士人的“四贤”记忆，成为

了鹅湖之会的记忆载体。但是，从纪念空间与记忆的关系而言，纪念空间可以塑造人们的记忆

，但记忆的主体并不是被动的受塑造者，记忆与空间也不是单向的决定关系，而是双向互动的

塑造关系―空间的纪念性可以强化记忆，而记忆则可以唤起被遗忘的空间。 

从现有材料来看，颓纪对于鹅湖书院来说似乎更是一种常态，鹅湖书院的每一次复兴都是

是在旧址遗迹的基础上修建而成的。这些旧址遗迹与儒学士人的鹅湖之会记忆相互激荡，形成

了另外一种形式的纪念空间。因为在面对这些旧址遗迹时，儒学士人从陆九渊的《语录》与《

年谱》等历史文本中获得的有关鹅湖之会的体认与记忆唤起了已然颓纪的纪念空间。 

如景泰四年（1453)鹅湖书院的兴复便是郡守姚堂道“道经鹅湖寻访旧址”后，因为“唯



见朽柱一楹，屹立丛棘中”才得以进行的。⑨而江西提学副使李梦阳也是在正德六年（1511)“

抠衣登渴……下寻故址”后而慨然以兴复为志。同样，万历十八年（1590)，翰林院编修刘日

宁来到鹅湖山下拜渴四先生祠，却只目睹到“祠宇倾纪”，因而叮嘱陪同的铅山知县唐应诏一

定要尽快修复书院。从其所作记文来看，刘日宁很大程度上是从陆九渊的《年谱》中获得了有

关鹅湖之会的个人记忆，而此种记忆因“祠宇倾纪”而被激发，并进而促进了鹅湖书院的营建

。祟祯十七年（1644)，由翰林院编修杨廷麟、铅山进士胡梦泰倡导，当地士绅捐资，鹅湖书

院又一次进行修复。对于这次修复活动，胡梦泰（江西铅山报本坊人）的《鹅湖书院记》进行

了详细的记述。修复动议的提出就是杨廷麟在鹅湖山下瞻拜四先生像时，“见阶鞠茂草，屋为

续薪，怅然久之”，因为在他看来，“捍卫四先生，士子盛勇之甚，岂不毁于仇而毁于怠？”

可以说正是由于杨廷麟的四贤记忆成为了兴复书院的内在动力，为此，胡梦泰也感到非常愧疚

，所谓“幸生四先生讲道之地，不能讨论体行于日用之间，顾此茅塞不除，剥以风雨，令人庙

者同墟墓哀，诚不可厕身名教。”所以才有了这次修复活动的展开。此后的兴复动议的提出皆

是如此，如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江西巡抚宋苹也是因为“尽皆颓毁，鞠为茂草，凡来登

降，莫不抚然”，才对鹅湖书院进行了修葺。 

综合来看，不论是新建的屋宇亦或是颓朽的遗迹，作为纪念空间的鹅湖书院显然具有双重

功能：一是回溯性功能，即能让人们回忆鹅湖之会的历史，唤起人们对四贤的记忆；二是前晗

性功能，即通过鹅湖书院的营造，将鹅湖之会的历史与四贤之道的未来发展进行了勾连，让人

们通过身书院之中而获得历史认同认同，从而确定自己面向未来的历史使命感。可以说，鹅湖

书院是儒学士人对于鹅湖四贤的集体记忆的一种载体与结果，突出反映了他们对待鹅湖四贤的

态度和对四贤之道的价值信念，同时也是儒学士人精神生活不可或缺的社会记忆的空间场所，

具有传递情感价值继而达到传承和回忆的功能。 

 

三 鹅湖寺与四贤记忆 

以上我们从祭祀与纪念功能的角度讨论了四贤祠以及鹅湖书院的空间属性，但是，空间并

非是一个无限性的概念，相反，它应该是一种“基地化”的存在，只有在同别的基地发生关系

的过程才能被恰当定位，一个基地只有参照另一个基地才能获得自身的意义。从这一空间概念

出发，鹅湖寺无疑是一个最佳的参照基地。这不仅是因为鹅湖之会发生于鹅湖寺，更是由于鹅

湖书院在某种程度上是在与鹅湖寺的交涉关系中定义其存在的。也是在这种关系中，四贤记忆

得到了另一种言说与意义。当然，这种交涉关系可能是共处的也可能是竞争的，以下分别以明

万历年间及清乾隆、嘉庆年间的情形予以说明。 

在万历年间，鹅湖寺在养庵广心禅师的主持下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一是编修了《鹅湖峰顶

志》，一是在扩充鹅湖寺寺产。对此，儒家士人不仅身躬其事，而且也将四贤记忆放置在禅寺

空间中予以叙述。 

万历二十八年（1600)瑞安知县上饶王柞昌与铅山费尧年之子费元禄开始编撰《鹅湖峰顶

志》，历时两年告竣。该志详于禅院的兴革但却没有记载书院的历史，根据王柞昌的说法，这

是因为“书院之兴，事在二十五年刘太史纪中，故不志”。但是，这样的取舍却引起了其他儒

学士人的注意，郑以伟（1570- 1630)在为该志作序时就表示“乃不毅之枪然者则有在”。他

从“朱紫阳与二陆一吕尝讲学于此”的空间认识与历史记忆出发，认为寺僧虽为“为大义之徒

，尚能发一捧一喝”而倡修山志，而编撰者作为擂学士人何以能够不志书院之兴，所谓“彼为

朱陆者，何容寥者也”。为此，郑以伟在序言中不仅谈了象山之思想，而且对鹅湖四贤以及鹅

湖书院的沿革进行了简单的叙述，希望能补寺志之缺。在此序言中，郑以伟还为自己未能亲渴

四贤讲道之所而深感遗憾，而他的这一遗憾要到万历四十四年（1616）才得以弥补，但有趣的

是，郑以伟却也是在寺僧的指引下才知道四贤祠的所在并“整衣肃拜，荐苹”。此一场景中，

四贤祠荒废的情形虽然唤起了郑以伟的四贤记忆， “忆紫阳每栖吾信，吕成公自浙至，象山

兄弟自抚至，会者百人，云渝雾聚，一何盛也”,“香火空山，庭草芜没”。的凄凉情境并没

有及其他兴复荒祠的意愿，其中因缘值得另文求索。与郑以伟怀有类似情感的还有铅山县令顾

天叙，他在同书序言中也特别提到四先生及鹅湖之会在其个人记忆中的地位。 

因禅而言儒的例子还出现在铅山周尚礼的《寺产记》中，该文记述了万历四十四年（1616)

鹅湖寺寺产的兴复过程。在记文中，周尚礼不仅反复宣称“在橄百年来，岿然如鲁灵光，得与

书院并存，称鼎立云”,“寺与书院，可鼎立而不可偏废”。同时还指出：．况寺始于唐，在

未有书院之先。囊日，先生朝斯夕布．讲明先生之学，安知不于是焉处？即县父母，春长率诸

生勤姐豆，订异同，人憩出游，又将焉往。”也裁是说，他希望借由对鹅湖之会的历史回忆，



将人们不记忆拉回到“朱吕二陆四先生讲学处”，从而唤起地方官员对鹅湖寺寺产的重视。当

然，经由儒学士人及地方官员的努力，最终从民间“豪有力者”手中．目了寺产。对此，周尚

礼表示，“以并书院于无穷，百仲惟我圣朝天子礼教信义之化”。 

另外，鹅湖山中禅儒共存的局面也引起了方志易撰者的注意，四贤记忆与禅宗记忆一并成

为鹅湖＿约空间标识。万历四十六年（1618)，铅山知县宣．良在其所编修《铅书》就说：“

山何择焉？可以禅亦可以公；人何择焉？在禅即言禅，在儒即言儒矣。故鹅翻之山有禅录，有

儒录。见大者两存而互恭之，犹口为未足焉”，从而特别指出鹅湖山禅儒不可分的事实：不仅

如此，协助耸继良编修《铅书》的柯仲炯更指出了鹅湖山“若揭三教而示之”的事实，并特别

铸鹅湖之会的历史予以叙述。而这种”三教合一之旨意”，柯挺则明确指出“亦昔四贤讲学鹅

湖之意盆．：二这种禅儒共处的历史记忆在清初仍然得以延续．面且鹅湖之会的记忆也在有关

鹅湖寺的叙述中娜以体现。如康熙年间广信知府海瞻在为《鹅湖峰顶志》撰写序言时就曾诉诸

四贤论辩讲学这一历史之忆以为鹅湖争光。 

但是，正如朱熹曾由习禅而后转为辟佛一样，由于人口增长的压力和鹅湖山山场经济价值

的凸显，落绷书院与鹅湖寺的关系也经历了从融洽到竟争的转变，这种竞争在清乾隆及嘉庆年

间日趋激烈并以山场争讼的形式表现出来，其中尤以嘉庆年间鹅湖书院与鹅湖寺的山场争讼影

响最大。这场争讼是对鹅湖山经济资源的争夺，但本质上也是空间的争夺，此一空间既是自然

的也是人文的。当然，由于讼争是一个复杂的社会事件，所以本文只关注掌握话语权的儒学士

人在此一空间争夺过程中对于四贤的记忆与叙述。 

嘉庆十六年（1811)王有章在察请广信府勘定大源坑山界时，首先点明鹅湖书院乃“为南

宋淳熙年间朱吕二陆四子讲学之所”，同时揭示了该地的祭祀与纪念功能，所谓“后人即其地

建立祠宇，岁修祀事”, 而对于鹅湖寺寺僧，察文则以“俗恶奸僧”称之，而且，在吴篙梁看

来，鹅湖寺这一宗教空间俨然成了 “逮逃渊蔽”,“贿结之地”而失去其神圣性。可见，包括

王有章在内的儒学士人乃是将四贤记忆作为一个有力争产的武器与合法性理据。最后在广信知

府王赓言的主持下，全面清核了书院产业，鹅湖书院与鹅湖寺的空间界限得到了全新的界定。

在产业清核后，书院为了维持和巩固空间利益，保护既得产业，防止其在将来不至被再度侵占

，便要求对乾隆九年郑之侨编修的《书田志》进行增修。 

在增修过程中，鹅湖之会的历史记忆再次成为儒学士人主张权利的合法性依据。如嘉庆十

七年 (1812)七月，铅山生员胡经诊等请求增修《书田志》，铅山知县徐丽生将书院士子的请

求察明上级，广信太守王赘山就以“该生等心存讨论，切朱、陆之瓣香” 及“况鹅湖古今胜

地，沮豆名贤，凡兹田地山塘之租收，实为膏火、束修所系赖”为情由，同意了书院方面增修

《书田志》的请求。0 嘉庆十八年（1813)，山长吴青梁开始增修《书田志》时，针对一些人

的非议和阻挠，吴篙梁又一次以四贤论道的历史记忆作为回击的武器，他说：“逮宋朱文公出

，而后圣人之学大昌。所至名胜之区，皆辟精舍、集生徒，以修明其业”。而今鹅湖书院作为

“公（朱熹）与陆文安公、文达公及吕成公讲学处”,“自宋迄明，代有兴废，而本朝规制益

祟。当其盛时。凡豫章及浙、闽之士负友远来，皆足以给其费”。所以对书院产业不可不予厘

清，所谓“惟是造士之法，教养兼资”。在这里，吴青梁不仅将鹅湖书院视为纪念空间，而且

从教学空间阐扬四贤之道的这一既充满理想价值又包含现实需要的角度，指明了编修书田志的

理据。值得注意的是，朱陆义利之辩的历史记忆也在山场空间的争夺过程被唤起，所谓“所以

朱与陆，义利辩必周”．。不过正如如吴青梁所说：“义利辩既昭，异同论毋竟”，可见他们

此处的重点并非朱陆间的异同，而是为了强化自身争产经界的的正当性。 

简而言之，鹅湖之会的历史记忆不仅能为佑学士人提供价值观念的表达，同时也为鹅湖书

院在地方社会建立起权力优势提供了价值基础，此种合法性理据为鹅湖书院获得了官府的支持

，这种支持不仅是价值观的认同，更是能为书院空间的巩固和维护甚至是扩张提供制度上的保

障，使书院在与寺僧及其他阶层的空间争夺中获取胜利。当然，鹅湖书院是被祭祀空间、纪念

空间所笼罩披着四贤之道的神圣光环，而加入到此种世俗空间的竞争中去的。 

 

 

 

四 余 论 



陆九渊《鹅湖和教授兄韵》曾云：“墟墓兴哀宗庙钦，斯人千古不磨心”，大意为人见墟

墓便兴起悲哀之感，见宗庙即兴起钦敬之心，在陆九渊看来，这悲哀钦敬之心人所共有的是千

古不磨之心。墟墓、宗庙之所以能引起悲哀钦敬之心，固然是因为悲哀钦敬之心正是人所共有

的千古不磨之心，此种发生原理正可以从上述空间与记忆之互动关系中机理得到解释。但是，

由于记忆的形成与纪念空间的关系是建立在记忆主体熟悉被纪念者或对事件具有体验，或对被

纪念者、事件具有相关知识积累的基础上的，所以，记忆主体唤起纪念空间的作用，需要记忆

主体对空间有亲历或知识体验，否则空间唤起记忆的功能是有限的。所以，鹅湖书院这一地方

性空间对于儒学士人也许可以唤起他们对四贤的钦敬之心．但对于其他叙事主体而育可能就具

有完全不同的意义。 

从 现 有 孺 学 士 人 所 流 传 下 来 的 历 史 文 本 可 以 发 现 ， 这 些 主 体 大 概 包 括 元 皇 庆 间 （

1312-1313)以及明嘉靖二年（1523）侵没文宗书院地租的“豪猾”、《陆公清赋复祀碑记》中

的里长欧高陈昌、李口毛学诗，以及四都一图的李压、詹俊、毛荣泰、欧阳祥、周钟、戴学、

刘廷俊、王思、陈元文、刘汪等人。。还可能是万历十四年（1586)《鹅湖四贤祠田地山塘亩

数及祭品祭仪碑》中提到的里长陈昌、戴学，以及管顾门子兼祀田佃户祝贤四，当然也可能包

括像《鹅湖书院讲略》再续序论中提到的者民查应璋以及其子查邦钱。。或许还包括李光地《

重建鹅湖书院记》中提到的举人刘愚炜，贡监生钟如压、张宗镐、脸志魁以及生员播抡、查士

鹏、韩心琦、詹洪、程远、许士龙、张宗拴等。另外或许还有王赓言提到的峰顶寺僧广成、岐

山以及被排除在鹅湖书院空间之外的“游手闲人”、“逃荒之人”以及“乞丐花子”等。。由

于史料的的限制，我们已然无从发现鹅湖之会或四贤在他们生活中的意义―虽然他们也都具有

千古不磨之心―但肯定与儒学士人的体认不同。因为鹅湖之会的记忆传承与共享还在于记忆主

体具有共同的知识背景与学术涵养。 

概括而言，作为祭祀空间或纪念空间乃至教育空间的鹅湖书院，更多的还只是儒学士人对

鹅湖之会这一历史事件以及吕祖谦、朱熹、陆九渊与陆九龄这“四贤”特别是朱熹与陆九渊等

历史人物等表达崇敬、景仰和怀念行为的场所，经由情感的调动与思考的引发、此一空间承担

起了唤起并塑造鹅湖之会记忆的功能，创造了“四贤”或“鹅湖之会”的永恒价值。而围绕着

四贤与鹅湖之会所形成的地方性叙事很大程度上只是儒学士人写就的一部有关鹅湖书院的追

忆的社会史。 


